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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蔡家人的民族认同研究 

余舒1 

(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威宁“蔡家人”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社会职业、服饰、语言等内容而建构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但在

社会转型的今天，该群体呈现了对“蔡族”、彝族、汉族多民族认同现象。笔者调查发现，生活在多族群、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蔡

家人，他们的认同并不是一个单一、孤立的文化因素或者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能够解释清楚的。他们的认同是历时与共

时、内因与外因、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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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中国的族群现象不能脱离“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人们所惯用的概念
［1］

145
。本文所讨论的蔡家人的情况则不是是否认同中华民族的问题，他们对中国的认同是没有争议的，也就是符号费孝通先生提出

的“中华民族”。蔡家人的情况是对“蔡族”、彝族、汉族的多元认同建构问题。关于族群理论研究可归纳为原生论和情景论。

前一派理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注重主观的文化因素； 后一派理论又称为工具论，基本上将族群的形

成、维持和变迁视为政治、社会或经济想象，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被利用性，以及情景变化等特征
［2］

。原生论和建构论都

从不同角度对认同进行了解释，为族群认同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两者在族群认同解释上都存在局限性。据笔者调查发

现，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生活在多族群、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的蔡家人，他们的认同并不是一个单一、孤立的文化因素或者外

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动能够解释清楚的。他们的认同是历时与共时、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贵州省威宁县的蔡家人主要生活在在大街乡的别色院子、牛池水，雪山镇的勺甫、红丰、银旁、勺匍高原等区域，姓氏有

陈、李、王、马、兰等，主要与苗族、彝族、汉族等民族散杂居，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各民族之间通常以自然资

源如树林、山、河流等为界。这样的居住特点使各自仍然保持与他者的区别和联系，进而奠定了他们的多元民族认同建构基础。

蔡家人以长期以来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殊社会职业、服饰、语言等建构为蔡族的民族身份，当地称“蔡家人”为“阿乌子”。据

笔者于 2014 年 7 月、2015 年 4 月对蔡家人的多村寨调查发现，他们在历史上共享同一族群身份的群体，在如今认同发生了变

迁，呈现了一个动态的、多元的认同机制: 有的村落坚守原来的认同归属，以自己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逻辑作为自己的认同

脉络； 有的根据互动、交往等方式建构新的如彝族、汉族民族身份认同； 而有的根据情景需要，处于不同的民族身份认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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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体系之中。 

居住在不同区域的蔡家人，他们的历史文化是相同的。从民族认同的发生角度来讲，民族认同是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生活在一个共同区域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的共同体，必须和“非

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通过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等符号体系建构的印象促使民族成员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

对自己族群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也就油然而生，民族认同由此发生与形成。因此，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

和感情依附
［3］7

。显然，蔡家人在没有与其他民族相交往之前不可能形成对自己身份的思考。从前面田野点内容可知，威宁境内

的蔡家人在一定的共同体内生活，自呱呱坠地起就不断受到其他族群文化的熏染，无不与其他民族交往。而且，他们的特殊职

业性质就奠定了长期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基础。那么这一特殊群体又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如何呈现多元的民族认同呢? 本文建立在

田野的基础上，把贵州威宁县蔡家人比较集中的村庄作为研究个案，建立在族群认同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对上述现象进行具体

的分析进而解释。 

二、原生文化记忆 

蔡家人被其他群体归为“蔡族”这一民族身份，主要是建立在他们特有的传统社会职业、服饰、语言等原生文化的基础上。

显然，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想象的，但不是捏造的、发明的、而是基于一定根源进行的创造。在中国 56 个民族之中没有“蔡族”

这一民族身份，但在威宁境内，“蔡族”这一民族实体存活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样享受着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下面对这

一群体原生文化具体介绍。首先，传统社会职业。蔡家人居住的地方流传着这样的术语，“阿乌子擀毡子”。人们听了这句话，

就可知蔡家人传统的社会职业就是为当地人擀批毡、羊毛被、羊毛垫、棉花被等。在解放前，“擀毡子”这一特殊职业是蔡家人

的谋生手段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职业传男不传女，通常家庭男女分工明确，女性在家干农活或者带孩子，男性两个或

者三个成群的挨家挨村串寨擀毡。据介绍，他们不是威宁土著居民，而是在很久以前从中原一带迁来此地，具体的年代已经模

糊不清，长期以来，没有土地，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才分到土地。他们长期以来在封建地主制的该区域生活，主要靠擀毡的传

统职业为生。当然，这一社会职业能够在当地存活与该区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实际上，在多民族居住的威宁境内，从传统社会职业的角度来划分民族身份或者某一支系身份从而建构“自我”与“他者”

的区分群体很多，如彝族红彝支系，彝语称红彝为“腊勾”，汉译为“打制铁器”。在解放前，红彝人没有土地，长期以来以打

制铁器谋生。显然，当地人对该群体的称谓不仅仅是名称的不同，而是文化意义的不同。其次，语言。语言是各民族进行沟通

的首要工具，是不同群体区分中最受认同的象征性符号，是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符号系统。此符号系统是制造和表

现这个意义世界的文化符号，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标志。每一个民族成员都生长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意义世界之中，其中

语言的使用就成为彼此认同亲近的血缘纽带
［4］

35。蔡家人的语言是认同为“蔡族”的一个重要因素。蔡家话语音结构简单，没

有长、短元音和塞音韵尾，元音不分松紧，有声调； 词汇主要以单音节词根和双音节合成词为主，其中很多专有名词来自汉语，

基本语序为 SVO，属分析型语言
［5］

。由于蔡家人传统社会职业的特殊性造就了长期与其他群体交往，因此，他们不仅会说自己的

语言，而且会说彝语、汉语、苗语。而该区域的其他民族都不会说蔡家话，因而，此方面是当地人认为蔡家人聪慧的一面。实

际上，关于语言促使民族认同的形成在历史上的例子很多，如在 19 世界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员、传教士等为了

实践的理由—航海、经商、战争而收集非欧洲语言的词汇表以便编成辞典，从而建构了民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
［6］66

。最后，

服饰。蔡家人有自己的服饰，与彝族各支系的有些相似。如蔡家人女性上衣称为“二五衣”，与当地白彝女性的长衫子颜色一样，

只是长度稍短一些，后面系飘带； 男性上衣深色对襟衣，与黑彝男性的一样； 男性通常用他们擀制的羊毛毡绑着腿，这与黑

彝男性一样，只是彼此布料不同，黑彝男性用的是深颜色的布； 蔡家人男性戴羊毛制的毡帽。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

民族服饰虽然强调礼仪伦常，求吉求利，区别身份等级，甚至可以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载体功能。但是服饰最重要的功能还是

作为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属于各民族独有状态的视觉符号，从而成为表现民族自我意识的一种标志。它往往

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史紧密联系，体现着民族整体的心理和传统，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强调同一民族之间的内聚力和认同

心理
［7］126

。显然，任何民族都有一个民族来源的说法，由一系列符号体系而建构，无论这套建构和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事实出现

差错，都有支持民族认同感情的作用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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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民族认同 

首先，对彝族的认同———以红枫村为例。由上述内容可知，蔡家人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语言、服饰、特殊职业的文化特

点而认同为“蔡族”。据笔者调查，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随情景的变化而出现多元的民族认同。红枫村的蔡家人与外界的人相处

或到外地打工时就会说自己是“彝族”。实际上，这样的认同与他们和彝族居住同一区域、长期的互动等因素引起的文化涵化是

分不开的。蔡家人和彝族间的互动方式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日常活动。从前面居住格局来看，红枫村除了居住着蔡家人外，

还有彝族、汉族、苗族。虽然多民族居住于此村，但对于本村的蔡家人来说，他们与彝族交往机会比较多。这并不是因为该村

彝族所占比例多，而是与蔡家人的特殊职业有紧密联系。据笔者调查，当地很多彝族人除了同其他民族一样喂养猪以外，还好

养马、羊等，马主要用来托运粮食、赶集、玩耍之用； 羊除了获取栽种农作物的肥料之外，羊毛可制衣服、被子、毡子、批毡

等生活必需品。彝族如此之类的习俗造就了与蔡家人的互动频繁。当然，除了上述这些以外，交往方式还很多，如共同过节等。

当地彝族人除了同其他民族过春节等节日外，还有自己的节日，如彝族年、火把节等。在节日之际，彝族人会杀猪、宰羊、杀

牛等来庆贺。据调查发现，现在杀猪、宰羊的比较多。通常杀猪要找日子，有很多禁忌，如星期天、家里人的属相日不杀猪等。

实际上，这些禁忌内容并不是彝族人的民间信仰，而是与各民族的交往分不开。据当地人介绍，星期天不杀猪因为该区域的苗

族信仰基督教，如果在星期天杀猪的话，苗族人到彝族人家就不吃猪肉等说法。彝族人家杀猪主要是为了娱乐。通常要杀的猪

一般提前半年实行特殊喂养，因而过年猪比较肥壮。通常杀猪那天，他们要邀请全村寨要好的朋友、族长，还有经常和他们打

交道的蔡家人共度晚餐。此现象也是体现彝族人对蔡家人的敬重。第二，民间信仰。各民族都有自身的宗教信仰，但是宗教信

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民间毕摩宗教是彝族的民间信仰，拥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属于彝族精神世界的深层次文化。但在彝族、

汉族、苗族、蔡家人多民族居住的村落，民族性很强的彝族毕摩文化促使了蔡家人和彝族人的文化互动。彝族毕摩文化成了当

地蔡家人和彝族人共同的民间信仰。蔡家人的毕摩文化民间信仰主要表现在很多仪式上，如出生、结婚、丧葬等人生礼仪。在

以上这些仪式上蔡家人如同彝族人一样，主持仪式的祭司由彝族毕摩来当任，仪式过程以毕摩经为依据，内容基本相同。蔡家

人和彝族人承载相同的民间宗教加强了群体间的宗教认同。彝族和蔡家人以信仰毕摩文化为纽带，凭借共同的信仰为主要沟通

和联系从而推断共同体的结合，结成了相对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即由宗教文化认同转向民族认同。随着各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

蔡家人心理界限被逐渐打破。显然，在群体认同方面，族群的心理也是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他族观念与本族观点推动下的认同

具有稳定的作用。族群成员在互相认同的基础上，可以想象、改造乃至于创造族群特征或者标记，使之适应形势的需要
［4］32

。 

其次，对汉族的认同—以高华牛池水村为例。此地蔡家人认同汉族主要由以下因素推动:  

第一，通婚。蔡家人多年来实行族内婚，由于人口不多，因而这样的婚姻选择形式导致近亲开亲的现象普遍。但是近几年

来，通婚圈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环境等的变化发生变迁。高华村居住着汉族、蔡家人、苗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多数。多

年来，该地区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直到 2005 年修通小型车辆能够通过的公路。随着公路修通，经济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

转变，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增多，族别的区隔逐渐淡化，通婚圈不仅涉及到该村落而且涉及到其它省份，年轻人选择的对象大人

们逐渐仅提供参考意见或建议，没有更多的干涉，不限制通婚区域、民族界限。通过对当地的蔡家人访谈发现，老一辈希望年

轻一代与当地汉族通婚的占多数。他们说，跨族界的通婚主要考虑到亲戚圈的扩大，同时增强了势力。在此地，蔡家人人口数

量、教育程度等方面都不及汉族。因此，很多蔡家人通过通婚方式加强了他们对汉族的认同，逐渐消除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

差异，同时，特别是对于没有被识别的该群体来说，他们的民族认同有了归宿。实际上，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建构认同转

化的现象例子很多，如藏族派的尔苏人强调对藏族人认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可以与彝族、汉族相互对抗的民族是以前被称

为“西番”的藏族，认同藏族意味着他们的势力可以扩大到凉山以外，使他们想象的群体边界呈现出超越本地绝对优势的彝汉

两族而延伸。显然，他们对藏族的认同最大利益就是依附于一个大民族，改变弱小状态
［1］239

。 

第二，语言文化。虽然威宁是一个以彝族、回族、苗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县，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县来说只占百分之二

十多，汉族人口占多数。从上述民族人口的分布来看，很多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居中在同一个区域是难免的。蔡家人和汉族的

互动主要是汉族群成为施动族群，蔡家人的角色处于受动角色。处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蔡家人的传统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冲

击和影响，进而转向汉文化的认同。该群体的文化转向由多方面因素激励而成。以高华村为例，蔡家人对汉族文化认同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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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汉语言文字与文化的认同。关于语言文字加强民族认同，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述，欧洲各地加强行政

语言缓慢地、分布不均地扩散，加速了国家语言取代拉丁文而成为权力语言； 并且，通过印刷语言而使得方言阻隔而不能相互

理解的人们能够沟通，在不同地点关注印刷语言带来的信息进而产生心灵的沟通，从而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使得想象的共

同体成为可能
［6］25

。蔡家人的特殊职业、经济交往等因素导致了掌握汉语言文字是不可回避的。特别是社会转型的今天，他们的

经济来源多元化。如果仅靠他们的特殊职业擀制毡来为生是难以摆脱贫困的。随着当地人口增多，土地有限，很多放养牲畜的

草场、山地都被挖种，这样养羊的人家逐渐减少，因而他们的生计方式逐渐转向以农耕为主。生计方式的改变促进了他们认同

方式的逐渐转化。特别是今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特殊职业、语音、服饰等，因而生活在该区域的人们转向汉

文化认同趋势。还有从集市的经济交往等方面都与汉族交往的圈子明显增多。 

显然，认同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全球化使得远距离、多层面、大规模、宽领域的族群交往和接触

以及各种身份的共同体认同为现实的可能
［4］39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 “自我认同的反思性发生于经过抽象系统的过滤的多

元选择的场景中。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化的交互辩证

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由于社会生活开放性的今天，

由于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越显得重要。”
［8］

 

四、结语 

长期以来，蔡家人以传统职业、语言、服饰等共享的原生文化系统而建构为单一的“蔡族”民族实体，从而建构了“我者”

与“他者”的区分。但是该民族实体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也随之发生变化，进而转向对彝族、汉族的认同。

这一现象揭示了民族认同强弱与原生性因素密切相关的同时，建构性因素也是影响原生性认同的重要方面，即原生性认同与工

具性认同因素的相互博弈。总之，蔡家人多民族认同状况一方面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口相对较少的

该族群在多民族居住格局中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发展经济如何与其他民族交往互动团结、和谐。显然，民族关系作为多民族国

家内部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趋势其中之一就涉及到民族的交往、互动、认同，从而整合。显然，尽管所有独立的

事物看起来都是独立的，但他们都是相互联系的；尽管以理性为取向的人类倾向于将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但人类与所有事物

都存在于一种共生关系之中
［9］

。正如费孝通在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

体，它的形成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

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其中在文中举了华夏民族的认同过程，华夏民族由一个若

干民族集团逐步融合而成，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民族吸收进入，在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进而不断壮大，渐渐

构成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此区域内许多民族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形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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